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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论题的背景

“词”是一种以依调填辞为特色创作方法的汉

语诗歌体裁。同古近体诗相比有两个形式特点：一

是较接近口语，二是具有较特殊的格律——每首有

规定字数，大多是长短句；平仄之外分辨四声；大

体上沿用诗韵，但有转韵、藏韵、多韵等特殊规则；

在起结、过片、转折、迭字等方面，采用特殊的修

辞手法。由于这些格律要求，朝鲜半岛诗人鲜能作词。

徐居正《东人诗话》卷上说：“乐府，句句字字皆

协音律，古之能诗者，尚难之。”许筠《鹤山樵谈》说：“我

国音律不同中原，固无作歌词者。”李晬光《芝峰类

说》卷一说：“我国人不解音律，虽作小词，其不能

合曲，固也。”洪万宗《旬五志》卷下说：“我东人

不解音律，自古不能作乐府歌词。”［1］这些话意味着，

在朝鲜半岛，词文学的产生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

“词”在传入朝鲜半岛之前，已经有一段孕育、

发展的过程，表现出多种形态。它的前身是隋唐的

燕乐曲子辞——是在胡乐东渐以后，由于西域音乐、

中原音乐、南方音乐的交融而产生的。《乐府诗集》

所说的“近代曲辞”、《碧鸡漫志》所说的“今之

所谓曲子”、《词源》所说的“长短句”，都是“词”

的早期名称［2］。这些名称意味着，“词”的历史起

点在隋代。不过，人们通常说的“词”，则指一种

特殊的作家文学体裁，即文人按调谱所创作的格律

诗。它其实是曲子辞的蜕变形态，是经过中晚唐酒

令辞阶段的过渡到宋代才产生的［3］。这个过程贯穿

隋唐五代，大致经过了民间辞、乐工辞、饮妓辞、

文人辞等四个阶段。在民间辞阶段，曲子曾作为“胡

夷里巷之曲”流行，代表作品有《云谣集杂曲子》；

在乐工辞阶段，曲子曾作为教坊歌曲流行，其文本

表现是《乐府诗集·近代曲辞》；在饮妓辞阶段，

曲子曾作为酒筵改令曲流行，《尊前集》是这种特

殊的曲子辞的结晶；在文人辞阶段，曲子辞曾作为

格律范本辞流行，其早期作品见于《花间集》。因此，

词的格律特征反映了一种文化积累：在民间辞阶段，

获得歌调；在乐工辞阶段，获得依调撰词的曲体规范；

在饮妓辞阶段，增加众多的改令令格；在五代以后

的文人辞阶段，这些令格转变成由词谱所规定的种

种格律。因此，词在中国的起源过程可以看作曲子

辞的若干形态相更替的过程［4］。

据此不难判断，朝鲜半岛出现词文学，其事必

定发生在中国文人词成熟以后，也就是发生在高丽

前期。关于这个事件，韩国学者车柱环所著《中国

词文学论考》［5］、柳己洙所著《历代韩国词总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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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涉及，中国学者罗忼烈《高丽朝鲜词说略》［7］、

李宝龙《韩国高丽词考论》［8］等文亦曾讨论。今综

合各方面资料，再作论证，以期认识东亚文学艺术

交流的若干规律。

二  高丽朝的“唐乐”词和文人词

朝鲜半岛词的产生，其踪迹乃隐藏在高丽时期

词文学的资料当中。这种文学作品可分两大类：一

类是载在《高丽史·乐志》中的“唐乐”词 70 首；

另一类是散见于高丽以来子史诸书中的文人词作，

其数在 150 首左右。下面是这些作品的简况：

（一）《高丽史·乐志》中的“唐乐”词：

1. 队舞辞 16 首：

《献仙桃》7 首，即：王母唱《献仙桃·元宵嘉

会》词；王母 3 人唱《献天寿慢·日暖风和》词；

乐官奏《献天寿令（嗺子）》，唱“阆苑人间虽隔”

词；乐官奏《金盏子慢》，王母唱“丽日舒长”词；

乐官奏《金盏子令（嗺子）》，两挟舞，唱“东风

报暖”词；乐官奏《瑞鹧鸪慢》，王母唱“海东今日”

词；乐官奏《瑞鹧鸪慢（嗺子）》，两挟舞，唱“北

暴东顽”词。这 7 首作品，主题皆是为西王母祝寿，

多为杂言体。其中《献仙桃·元宵嘉会》和《瑞鹧

鸪慢》均用七言 8 句体。

《五羊仙》2 首，即：乐官奏《中腔令》，王母

等 5 舞人唱《步虚子令·碧烟笼晓》词；乐官奏《破

字令》，王母等 5 舞人唱《破字令·缥渺三山》词。

另外，舞中有乐官奏《中腔令》，妓 18 人唱《中腔

令·彤云映彩色》词，其辞应即《寿延长》舞中之辞。

各辞曲调不同，但都以五羊仙祝寿为主题。

《抛球乐》4 首，即：乐官奏《折花令》，众舞

妓唱《折花令三台·翠幕华筵》词；乐官奏《水龙吟令》，

众舞妓唱《水龙吟令·洞天景色》词；乐官奏《小

抛球乐令》，舞队唱《小抛球乐令·两行花窍》词；

乐官奏《清平令》，舞队唱“满庭罗绮”词。此舞

的特点是有折花、抛球的舞蹈动作，以“窈窕神仙，

妙呈歌舞”为主题。

《莲花台》1 首，即乐官奏《白鹤子》，2 童女唱《微

臣》词，杂言 4 句。但此舞另有 2 首歌唱，辞未存。

其一是乐官奏《献天寿令（慢）》，2 童女唱《献

天寿令·日暖风和》词；其二是乐官奏《嗺子令》，

2 童女唱《嗺子令·阆苑人间》词。此舞的特点是

由女童化妆为莲花仙子而歌舞。

2. 曲破辞 6 首，即《惜奴娇》曲破之辞。《高丽史·乐

志》未记此曲之表演形式，但录其辞。其辞依韵可

分为“春早皇都冰泮”“夸帝里”“景云披靡”“骋

轮纵勒”“莫如胜槩”“楼起霄宫里”等 6 首，均

为杂言辞。据《乐学轨范》卷四所载《惜奴娇曲破》

的《初入排列图》［9］，此曲包含“攧遍”“入破”“虚

催”“催衮”“催拍”“中衮”“歇拍”“煞衮”

等段落。

3. 歌曲辞，“令”“慢”诸曲辞 48 首。包括：

作者可考为柳永（1045 年前后在世）的曲辞 8 首，

即：《转花枝》（令）、《夏云峰》（慢）、《醉

蓬莱》（慢）、《倾杯乐》、《雨淋铃》（慢）、

《浪淘沙》（令）、《御街行》（令）、《临江仙》

（慢）各 1 首。诸篇原未署作者，但见于《乐章集》，

唯篇名、辞句略有不同。例如《转花枝》，一本《乐

章集》题调名为《传花枝》；《雨淋铃》，在宋代

词集中又名《雨霖铃》或《雨零铃》；《临江仙》，

调名于《花草粹编》作《临江仙引》，于《词谱》

作《临江仙慢》［10］。

作者可考的其他曲辞 7 人 8 首，均为北宋作品，

即：《少年游》，据考即晏殊（991—1055）词之上阙；《洛

阳春》，据考即欧阳修（1007—1072）“纱窗未晓

黄莺语”词；《金殿乐》（慢，踏歌唱），原辞 2 首，

皆咏仙居生活，后一首据考即苏轼（1036—1101）《行

香子》；《黄河清》（慢），咏“大晟奏功”，据

考为晁端礼（1046—1113）词；《感皇恩》（令），

原辞 2 首，皆咏骑行人，前一首据考为赵企（字循道，

约 1063—1120）词；《帝台春》（慢），据考即李

景元（字甲，1099 前后人）词；《花心动》（慢）

2 首，前首咏美人厌夏，后首咏春夜，《花庵词选》

《草堂诗余》属阮逸之女作［11］。

作者未明的曲辞 32 首，除以上所说《感皇恩》

（令）、《金殿乐》（慢，踏歌唱）外，另有 30 首，

可分五种情况：（一）《万年欢》（慢）4 首，皆咏“圣

主理化感四塞”。（二）《还宫乐》、《清平乐》、

《水龙吟》（慢）、《行香子》（慢）、《游月宫》

（令）、《满朝欢》（令）、《天下乐》（令）等 7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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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为献寿辞，咏神仙来祝皇寿或“神仙队”之舞人。

（三）《忆吹箫》（慢）、《醉太平》、《千秋岁》

（令）、《风中柳》（令）、《西江月》（慢）、《桂

枝香》（慢）等 6 首，皆咏相思或离愁。（三）《月

华清》（慢）、《惜花春早起》（慢）、《爱月夜

眠迟》（慢）等 3 首，皆咏调名本意，亦即创调之辞。

（四）《荔子丹》、《安平乐》、《太平年》（慢，

中腔唱）等 3 首，皆咏宴乐。（五）《汉宫春》（慢）、

《百宝妆》、《雨中花》（慢）、《迎春乐》（令）、

《庆金枝》（令）、《感恩多》（令）、《解佩》

（令）等 7 首，咏风景与人物。其中《感恩多》（令）

被《词谱》归为《山花子》体［12］；《汉宫春》（慢）

被《词谱》归为张先《汉宫春》体［13］；《解佩》（令）

体则见于《词谱》卷一五，有 5 种大同小异的体式［14］。

（二）其它高丽词［15］：

1. 作于宋徽宗赐乐（1114—1116 年）以前的词，

5 调 5 首。即：高丽宣宗王运（1049—1094）所作《添

声杨柳枝》1 首；金克己（1150 ？—1204 ？）所作

《采桑子》《锦堂春》《玉楼春》《望江南》（《忆

江南》），共 4 调 4 首［16］。其中《采桑子》与《词

谱》所载和凝词体略同［17］。

2. 作于宋徽宗赐乐（1114—1116 年）以后的词，

32 调 141 首。即：《更漏子》1 首，慧谌作；《临江仙》

（令）5 首，分别为李奎报、郑誧、李承休、李詹（2

首）所作；《望江南》2 首、《渔家傲》1 首、《浪

淘沙》（令）2 首、《桂枝香》5 首、《清平乐》1 首，

共 11 首，皆李奎报词；《沁园春》1 首、《江神子》

1 首、《太常引》1 首、《大江东去》1 首、《人月圆》

1 首、《水调歌头》2 首、《玉漏迟》1 首、《洞仙歌》

1 首、《满江红》1 首、《木兰花》（慢）2 首，共

12 首，皆李齐贤词。又《鹧鸪天》10 首，李齐贤作

5 首，元天锡作 4 首，金九容作 1 首；《浣溪沙》5 首，

李齐贤作 2 首，郑誧作 2 首，李谷作 1 首；《蝶恋花》

2 首，李齐贤、元天锡各作 1 首；《菩萨蛮》3 首，

李齐贤作 2 首，权遇作 1 首；《巫山一段云》77 首，

李齐贤作 32 首，李谷作 8 首，郑誧作 8 首，权近作

8 首，权遇作 8 首，金九容作 1 首，安鲁生作 12 首；《梦

乡仙》1 首，闵思平作；《朝中措》4 首，闵思平作

3 首，金九容作 1 首；《南歌子》（又名《南柯子》）

2 首，李谷、李詹各 1 首；《阮郎归》2 首，元天锡、

成石璘各 1 首。又《画堂春》《卜算子》《长相思》

《少年游》各 1 首，共 4 首，金九容作；《剔银灯》

1 首，崔执钧作；《虞美人》1 首，李詹作。

3. 权贵妃所作词 3 调 3 首，即《谒金门》《踏莎行》

《临江仙》（令）各 1 首。权贵妃生卒年不详，一

说即《明史》所记权贤妃，乃朝鲜朝人［18］。

三  关于高丽“唐乐”词的来源

关于高丽词的数目，有不同的统计数据，未有

定说；本文故详细列出以上清单，以便作进一步讨论。

在这场讨论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看待高丽“唐

乐”词的来源，影响最大的说法见于罗忼烈先生《高

丽朝鲜词说略》一文，即认为《高丽史·乐志》“唐

乐”辞大多出自高丽词人之手。此说有四个要点：

（一）从词调看，“在‘唐乐’67 首词中，除

柳永等 15 首采自中国之外，其余 52 首极可能是高

丽词人作的。因为其中《献天寿慢》《金盏子令》

《折花令》《荔子丹》等 17 个词调，从来没有在我

国词籍里出现过；而且《献仙桃》《寿延长》等词组，

都是颂圣贡谀的整套歌舞剧曲，显然出于御用文人

之手，不是用现成的宋元人词可以拼凑出来的”。

也就是说，“词调为宋元所无的竟然多至 17 个，除

是他们的‘自度曲’外，是不容易解释的”。

（二）从内容看，“我们既不能证明那些词全

是宋代的作品，更不能证明那些无名氏作者都是中

国人”。那些颂圣之词“断不是宋朝的作者跑到高

丽去歌功颂德的，所以我推测出于高丽王朝御用文

人之手”。

（三）从词作品的艺术水平看，这些作品显露

了高丽身份。比如说，“柳词中的《传花枝》，全

是市井无赖语”，所以必是高丽人自作。“如果是

宋徽宗赐给高丽王作燕乐，这个玩笑就开得太大了。”

（四）从文化相似性方面看，高丽奉中国正朔，

不仅“书同文”，而且衣冠文物、典章制度也与中

国大同小异。“当唐诗、唐五代和宋词流行时，也

一定在彼邦流传。”“如果把他们的词按年代放进

元明清的词籍里，大概也不容易分辨出来。”由此

可以说，在《高丽史·乐志》中，出现了宋词和高

丽词的相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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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条，主要涉及两个词学史问题：创调词的

归属问题和高丽“唐乐”词的文化性格问题。关于

后一个问题（高丽“唐乐”词的文化性格），我曾

在《〈高丽史·乐志〉“唐乐”的文化性格及其唐

代渊源》一文［19］（以下简称《“唐乐”性格及渊源》）

中作过详细讨论；现在，拟着重谈谈创调词的归属

问题。

据以上统计，《高丽史·乐志》所载“唐乐”

共有 70 首作品。其中可考为宋代作家的词作 16 首，

在《高丽史·乐志》中未署作者名；其来历，是通

过同中国资料的比证而被确认的。这就意味着，除

此之外的 54 首词，可能有两个来源：其一，如罗先

生所说，可能是高丽文人创作的；其二，可能和以

上 16 首作品一样，来源于中国，只是未见直接的记

录。

到底是哪一种推测更接近历史真实呢？既然创

调词具有词曲一体的特性，那么，应该考察作品所

用的曲调。分析表明，这 54 首作品使用了两类曲调：

一是队舞、曲破之曲，约 14 曲；二是“令”“慢”

诸曲，约 26 曲。其中《献天寿慢》《献天寿令》《中

腔令》《破字令》《步虚子令》《清平令》《白鹤

子（微臣）》《嗺子令》《太平年》《荔子丹》《惜

花春早起慢》《游月宫令》等 12 曲，在宋词中未

有同名作品，即是罗先生所说的创调之曲。

那么，这些曲调是不是像罗先生所说的那样，

是作为“自度曲”而产生的呢？显然不是。因为“自

度曲”是一个词学概念，指通晓音律的文人为自已

的作品谱写新曲；而上述曲调，却首先是队舞曲，

即《献天寿慢》《献天寿令》《中腔令》《破字令》《步

虚子令》《清平令》《白鹤子（微臣）》《嗺子令》

等 8 曲；其次是与队舞同场表演的“慢”曲或“令”曲，

即其它 4 曲。如果说“自度曲”是作家或文人的行为，

那么“队舞”就是艺术家或艺人的行为；如果说前

者是书斋里的活动，那么“曲破”、“令”唱、“慢”

唱就是教坊和歌舞场中的活动。这意味着，若依照“自

度曲”的面貌来揣度队舞曲的创调，那就是缘木求鱼。

“自度曲”是一个中国说法，最早见于《汉书·元

帝纪》，云：“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

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应劭说，这指的是元帝

能自制歌曲：“自隐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为歌诗

声也。”［20］此事在后来被各种典籍反复提及；这

些典籍在引用故事的同时，往往表示度曲是专门“材

艺”，非乐师不能办。同样，史书也往往把“度曲”

记为乐师之责。例如《宋书·乐志》引张华语说“识

乐知音，足以制声，度曲法用率非凡近所能改”；

又如《唐诗纪事·李益》说“其《受降城闻笛诗》，

教坊乐人取为声乐度曲”［21］。尽管到南宋以后，

在姜夔等词人中出现了“自度曲”“自制腔”的风尚；

但从北宋以前——大晟乐传入高丽以前——的记录

看，非专业乐师“自度曲”的事例并不多见，仅

有十来条记录。例如说北齐后主“自能度曲……

别采新声，为《无愁曲》”［22］、唐“玄宗度曲，

欲造乐府新词”［23］、唐国子司业段安节“善音律，

能自度曲”［24］、后唐庄宗李存勖“知音，能度

曲”［25］、北宋名将高怀德“自为新声，度曲极精

妙”［26］、北宋词人柳永善度曲，其作品按宫调分

类编辑［27］、北宋词人贺铸“尤长于度曲”［28］、北

宋词人杨绘（字元素）自制《劝金船》曲调，时称“自

撰腔”［29］等。这些记录说明：第一，“制声度曲”

是专门之事，掌于宫廷乐官，本是乐府事务；第二，

“度曲”需要专门才能，所以在北宋以前，关于文

人“度曲”的记载不多；第三，尽管如此，西汉以来，

仍有汉元帝、北齐后主、唐玄宗、后唐庄宗等帝王

以及段安节、柳永、贺铸、杨绘等作家，掌握了“度曲”

的技术，并进行了“自度曲”的创作。综合起来看，

在中国，“自度曲”是一个非常稀薄的音乐传统。

由此返观罗先生的论证，其中的不合理就是显

见的了。第一，既然词调产生于“度曲”，那么，

首先要看高丽是否有关于度曲的记录，以确定它是

否具备度曲的传统和度曲的条件，而不能随意揣测。

第二，既然度曲是一种音乐行为，那么，就不能把

词调的产生归结为“御用文人”的创作，而要关注

乐人在词调创制上的作用。第三，既然“《献仙桃》、

《寿延长》等词组，都是颂圣贡谀的整套歌舞剧曲”，

那么，要辨明其来历，就应该考察“颂圣贡谀”的

风俗背景，以及这种成套的“歌舞剧曲”的文体渊源。

令人遗憾的是，罗先生并未关注这几方面情况。

不过，《“唐乐”性格及渊源》一文对高丽“唐

乐”音乐来源的论证，却恰好可以填补这一空白。

比如：高丽“唐乐”是乐、器、工、衣的组合，是



169

论朝鲜半岛词文学的产生

系统地传入高丽的。这就意味着，文词附着于歌曲，

所谓创调词实质上就是乐曲始辞。又如，通过和《宋

史·乐志》《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鄮峰真

隐漫录》等书的相关记录相比较，我们知道，高丽

“唐乐”的音乐品种，恰好是流行于宋代的音乐品

种，其表演方式也是宋代方式。这说明，作为其中

一个组成部分，“唐乐”乐曲是在宋代创制的。另外，

从曲名和曲辞看，这些曲调的本来身份是宋代歌曲。

比如《游月宫》辞云“玄宗游月宫”，可见此曲得

名于唐玄宗游月宫的故事。《宋史·乐志》也为此

提供了旁证，说《游月宫》是宋太宗改制的小曲。

又如《白鹤子（微臣）》辞云“住在蓬莱，下生莲蕊”

云云，可见此曲配合出于拓跋魏的唐舞《莲花台》；

而据《宋史·乐志》，它恰好归属于教坊队舞小儿

队中的柘枝队。再如《献天寿慢》《献天寿令》《中

腔令》《破字令》《步虚子令》等曲表演西王母来

贺嘉会，《荔子丹》辞云“簇神仙会赴瑶池”，说

明这些曲调均曾用于宋代的“上元观灯”活动和天

宁节寿庆。另外，任半塘先生说过：《太平年》是

由唐曲《太平乐》演变而来的［30］。

事实上，有一个重要办法，可以证明“唐乐”

曲调都来自宋代歌曲。这就是考察宋代词调的产生

途径。据中韩两方面资料，第一条途径是沿用唐

五代的旧曲。在《教坊记》所载盛唐教坊乐曲 343

曲中，至少有 135 曲被宋人用为词调；而其中《献

天花》《风中柳》《抛球乐》《清平乐》《还宫乐》《天

下乐》《贺圣明》《帝台春》《浪淘沙》《感皇恩》《临

江仙》《感恩多》《西江月》《万年欢》《倾杯乐》《金

殿乐》《雨霖铃》等近 20 支曲调，载入《高丽史·乐

志》，是高丽“唐乐”的曲调［31］。第二条途径

是出自教坊等宫廷音乐机构，由其制作而成。例

如《宋史·乐志》记载：“太宗洞晓音律，前后

亲制大小曲及因旧曲创新声者，总三百九十”；

太宗之时，“其急慢诸曲几千数”。“仁宗洞晓

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或命教坊使撰进，

凡五十四曲”［32］。太宗所制曲含大曲 18 曲、曲

破 29 曲、 琵 琶 独 弹 曲 破 15 曲、 小 曲 270 曲、 因

旧曲造新声者 58 曲，共 390 支乐曲；其中大曲有

《万年欢》《清平乐》二曲，琵琶独弹曲破有《帝

台春》曲，小曲有《游月宫》曲，“因旧曲造新

声者”有《瑞鹧鸪》《倾杯乐》二曲。这些乐曲，

以及宋教坊龟兹部乐曲《感皇恩》［33］，都在高丽

“唐乐”中用为歌曲。第三条途径才是词人的“自

度曲”。在北宋之时，最擅此道的词人是柳永。

据统计，柳永现存词作 216 首左右，使用了至少

133 种曲调（一说 150 种），其中始见于《乐章集》

的曲调接近一百之数［34］。通过以上三条途径，北

宋人积累了数千支词曲之调，大部分未留下名称；

而其中留下了名称的，则往往和高丽“唐乐”相对

应。这恰好和高丽朝的音乐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从现有记录看，高丽宫廷并没有创制汉文词曲的传

统。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把高丽“唐乐”中的

无名氏作品，在不作任何考证的情况下，就依凭“不

是用现成的宋元人词可以拼凑出来的”等主观猜

测，把它们判作高丽“御用文人”的作品呢？

总之，罗忼烈先生关于高丽王朝御用文人创词

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相反，综合各方面资料可以

判断：高丽“唐乐”中的 70 首词作品，基本上是和“唐

乐”曲调一起传入高丽的，出自宋代人之手。尽管

其中有 54 首无名氏作品，占 77% 的比重；但在这

54 首作品中，有 26 首属于表演文学，此即队舞辞

16 首、曲破辞 6 首、《万年欢》组曲 4 首。这些作

品配合结构完整的乐舞，显然是由乐人制作的，是词、

乐同体的传播物。剩下 28 首作品，有 21 首使用了

见于《词谱》《词律》的词调，也就是说，其词曲

之调是在中国流传有绪的。除此之外，只剩下《忆

吹箫》《月华清》《醉太平》《荔子丹》《太平年》《惜

花春早起》《游月宫》等 7 首作品了。这些作品是

不是有中国渊源呢？有的！——如上所说，《游月

宫》是宋太宗所制小曲；《太平年》由唐曲《太平乐》

演变而来；《忆吹箫》见于宋曹勋《松隐集》［35］；

《月华清》有马庄父、洪叔玙之作，见于宋代黄升

所编《中兴以来绝妙词选》［36］；《醉太平》也被

徐叔柔、刘过等人用为词调，见于《阳春白雪》和《绝

妙好词笺》［37］。这些词调都不能说是创自高丽人的。

相反，根据《“唐乐”性格及渊源》一文所论“唐乐”

东传的年代——1073 年前后，教坊传入《踏莎行》

《抛球乐》《九张机》别伎和王母队歌舞；1113 年，

晁端礼作《黄河清慢》，为“唐乐”词中年代最晚

的作品；1114 年和 1116 年，宋徽宗分别赐下“新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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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晟雅乐”——可以推断，高丽“唐乐”词曲

是在政和六年（1116）以前传入高丽的。

当然，关于高丽“唐乐”词作品是否在传入之

后有所增改，我们认为未可否定。因为在这些作品

中，略有疑似高丽作者的痕迹。比如《桂枝香慢》，

描写的是一位思念“金门献赋”之郎君的深闺女子，

说到这位郎君在“上国”“已擢高第”。如果说“上国”

指的是宋国，那么，这首词的口吻便属于一位高丽

女子。尽管这可能是一首代言词，“上国”云云可

能是增饰，但不排除“唐乐”词中有高丽人的某种

创作。不过，有人因“海东”“北暴东顽”二词比

较陌生，便判断《瑞鹧鸪（慢）》两首是高丽人所

作词［38］，这种做法却是无理的。首先，这两首词

都是《献仙桃》队舞词，其一为“王母”所唱，云

“海东今日太平天，喜望龙云庆会筵”，“妾献皇

龄千万岁，封人何更祝遐年”云云；其二为舞人所唱，

云“北暴东顽，纳款慕义争来”，“一年一庆上元回，

愿醉万年杯”云云。前文说到，其风俗背景明显是

《“唐乐”性格及渊源》一文论证过的宋代“上元

观灯”活动和天宁节寿庆；高丽无此背景。其次，“北

暴东顽”一词正好反映了北宋后期的政治军事形势，

而“海东”一词则明显符合中原人的语言习惯，请看：

唐李善等注《后汉书》：“夫余国在海东，

去玄菟千余里。”［39］

唐杜佑《通典》：“高宗平高丽、百济，

得海东数千余里。”［40］

唐李白《高句骊》诗：“翩翩舞广袖，似

鸟海东来。”郁贤皓注引宋庄绰《鸡肋编》：“鸷

禽来自海东，唯青鵁最嘉，故号‘海东青’。”［41］

唐张籍《赠海东僧》：“别家行万里，自

说过扶余……”［42］ 

五代刘昫《旧唐书》：“高祖既闻海东三

国旧结怨隙……”［43］

这些记录说明：在唐宋时期，“海东”已经是一个

习惯用语，指称朝鲜半岛三国；我们怎能断章取义，

把它作为高丽人作《瑞鹧鸪》词的证据呢？

四  关于高丽文人词的来源

以上论述说明，对于朝鲜半岛来说，“词”是

一种外来的文体。其中“唐乐”词是随着“唐乐”

的输入而产生的。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唐乐”

词代表了朝鲜半岛词的主源呢？

经考察，我们否定了这个判断。据《中国词文

学论考》《历代韩国词总集》和相关补辑资料［44］，

高丽、朝鲜时期的词作品今存 2000 首左右。我们曾

将其与“唐乐”词作比较，制成两份表格：一份是“唐

乐”词与其他词作品具有同词牌名关系之表，另一

份是“唐乐”词与其他词作品不具有同词牌名关系

之表。从中可以知道：“唐乐”词和高丽、朝鲜其

他文人词，并没有多少关联。若以《高丽史》成书

时间为下限来作比较，那么，高丽、朝鲜文人共使

用了 48 个词牌，其中只有 6 个词牌与“唐乐”词同

名；若以朝鲜朝结束时间为下限来作比较，则高丽、

朝鲜两朝文人所使用的词牌多达 150 个，其中与“唐

乐”所录词牌同名者仅有 16 个。而且，在这 16 个

同名词牌中，只有高丽金九容的《少年游》、朝鲜

李裕元的《御街行》、曹友仁的《万年欢》《浣溪沙》

（《感恩多》）等 4 词与“唐乐”词同体。放在高丽、

朝鲜朝的词文学总汇当中，这些作品只占很小的比

重。

如何理解以上情况呢？我们注意到两个情况：

其一，“唐乐”是作为一个宫廷音乐系统规模性地

传入高丽的。其中词作品是作为歌辞存在的，服务

于宫廷宴乐。它们的影响主要作用于高丽、朝鲜朝

的雅乐，而非朝鲜半岛的文人文学。其二，中国的

词文学，主要是通过文人交往、书籍交流等文学途

径东传的。

关 于 文 人 交 往， 高 丽 词 人 李 齐 贤（1287—

1367）的经历是很好的例证。李齐贤曾经七入中华，

同赵孟頫、元明善、张养浩、朱德润、吴寿山等文

人交游，彼此多有酬赠。他的词作同他在中国长期

的游历生活密切相关，往往产自交游场合［45］。例

如在他所作的《松都八景》词中有“紫洞寻僧”篇、

“青郊送客”篇，为交游词。其中作于中国的交游

作品，则有《鹧鸪天·扬州平山堂，今为八哈师所居》

篇和《木兰花慢·书李将军家壁》篇。后篇词云“将

军真好士，识半面，足吾生……对酒欢酣四坐，挑

灯话到三更”云云，对交游情景作了描写。

关于书籍交流，则宜以苏轼词的流传为例。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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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颂《己未九月予赴鞫御史……》诗注，早在熙宁

十年（1077），苏轼诗文集即已传入高丽［46］。高

丽睿宗时人权适（？—1140）亦有诗云“苏子文章

海外闻，宋朝天子火其文。文章可使为灰烬，千古

芳名不可焚。”［47］可见苏轼的影响是通过文集流

传而实现的 ,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词文学。从李

奎报（1168—1241）开始，苏词就是高丽文人的仿

效对象。李齐贤词亦往往化用苏轼诗词文句，或沿

用苏词韵脚。到朝鲜朝，苏词仍然有很大影响［48］，

其条件便是高丽以来苏轼词籍的流传。

前文说到，“唐乐”词东传的年代，乃在政和

四年（1114）或六年（1116）。事实上，在此之前，

高丽人已经进行词文学创作了。其代表是宣宗王

运（1049—1094）所作的《添声杨柳枝》。金克己

（1150 ？—1204 ？）词虽然稍晚一些，但他使用的《忆

江南》《采桑子》《锦堂春》《玉楼春》等词调却不

见于“唐乐”。这种情况意味着：朝鲜半岛词文学的

发生和发展，乃联系于中、朝之间多种途径的文学交

流。我们知道，从唐代初年开始，新罗青年往唐朝留

学就成为风气。到唐朝末年，及第者达 58 人，所辑

诗文集达 200 多种［49］。及至高丽朝，多位君主致力

于文治，光宗十年（958 年）实行科举，成宗之时（981

年—997 年）奖励教育，文宗朝（1046 年—1083 年）

恢复与宋朝的稳定关系，其结果，一方面是学习汉诗

汉赋蔚然成风，如徐居正《东人诗话》所说：“高丽

光、显以后，文士辈出，词赋四六秾纤富丽，非后人

所及。”［50］另一方面是唐宋文学典籍源源不断地流

入半岛，如《药峰遗稿》卷二《杂著》载徐渻（1558—

1631）《行香子》“城南卜居”词，序云“看壁上

所粘唐人刊传三叠《行香子》词，感而和之”；《沧

浪先生诗集》卷一《诗》载成文浚（1559—1626）

《菩萨蛮》“金梭响断”，自称“次李白《菩萨蛮》

韵”；又载其《菩萨蛮·征妇怨》，自称“戏效温

飞卿体”［51］。

那么，“唐乐”歌辞在朝鲜半岛词史中作用如

何呢？我们认为：在多种途径的文学交流当中，“唐

乐”歌辞代表了其中一条途径。它对朝鲜半岛词文

学的影响仍有踪迹可寻。比如《高丽史》卷一四《睿

宗世家》记载：睿宗十一年（1116）夏四月庚午，

睿宗“幸金刚、兴福两寺，还至永明寺，御楼船，

宴诸王、宰枢、侍臣，复以御制仙吕调《临江仙》

三阕，宣示臣僚”［52］。睿宗所作《临江仙》今不传，

但有理由推断，他的创作接受了“唐乐”的影响。

这理由是：（一）睿宗《临江仙》作于“唐乐”东

传以后，睿宗是这批音乐的直接受赠人。（二）“仙

吕调”《临江仙》见于高丽“唐乐”，作品是柳永

所作的《临江仙》词。《增补文献备考》说：“《献

仙桃》者，用西王母事以侑乐，亦仙吕调之类，而

自唐流传于高丽。”［53］这件事说明，“唐乐”对

于朝鲜半岛词文学的发展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结论和余论

综上所述，朝鲜半岛词文学的产生是一个重大

的文学事件，而不是礼乐事件。它是伴随汉文教育、

文人交往、书籍交流等文化活动而发生的，至晚始

于高丽宣宗王运（1049—1094）时代。史籍记载：

宣宗曾遣使求取《开宝正礼》《文苑英华》《太平

御览》《册府元龟》等宋朝新书；宋哲宗亦向宣宗

索取 128 种“好本”之书［54］。从书籍交流的史实看，

也从宣宗《贺圣朝》词与欧阳修《贺圣朝影》的体

式关联看［55］，高丽人对中土典籍与文学的尊崇和

吸纳，是朝鲜半岛词文学得以产生的主要原因。

公元 1114 年和 1116 年，宋徽宗向高丽王分别

赠送“新乐”和“大晟雅乐”。这是朝鲜半岛词文

学史上另一个大事件。因为在“新乐”中有 70 首“唐

乐”歌辞，都是词体作品。这些作品由队舞辞、曲

破辞、“令”、“慢”诸曲辞组成，用于表演，富

于节庆祝寿的色彩，同《宋史·乐志》《东京梦华录》

《武林旧事》《鄮峰真隐漫录》等书所记录的宋代

教坊曲相近，明显是宋代宫廷音乐同民间风俗活动

相结合的结晶。特别是其中的队舞辞，每一组都有

紧密的内在联系——例如《献仙桃》队舞辞 7 首，

主题皆是为西王母祝寿；其中《献仙桃·元宵嘉会》

和《瑞鹧鸪慢》且辞式相同——这说明，它们是以

词曲同体的方式传入高丽的。至于失名所作的曲辞

32 首，则具有以下两个特点：其一，多咏神仙来祝

皇寿，包含“圣主理化感四塞”“愿吾皇万年恩爱”

等颂词，乃以宋代“上元观灯”活动和天宁节寿庆

为背景；其二，所用曲调或是唐五代的旧曲，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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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宋仁宗以来所制新声曲，都有中土渊源。

因此，把“唐乐”无名氏作品判为高丽“御用文人”“自

度曲”的说法，以及仅凭“海东”等字眼便判断《瑞

鹧鸪（慢）》两首为高丽人作品的看法，都是不能

成立的。后者且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海东”一词，

乃是唐宋人指称朝鲜半岛三国的习惯用语。

为了正确认识朝鲜半岛词文学的产生问题，我

们必须打开眼界，注意相关事物——文学同音乐、

文学现象同文化现象——的联系与区别。《唐代酒

令艺术》一书已经讨论过这种联系与区别——讨论

它在唐代的表现，讨论中国词文学发生史上文学先

与音乐共生、然后逐步独立的过程［56］。公元 11 世

纪，这个过程初步完成。这样一来，中国的词文学

便以两种身份传入朝鲜半岛了：一种是与音乐共生

的词，即“唐乐”歌辞；另一种是独立于音乐之外

的词，即所谓“文人词”。前一种“词”由乐人承载，

原则上说，它们全是中国人的作品；后一种“词”

则是单纯的文学作品，由作家承载。从现存资料看，

较早传入高丽的是“文人词”。除高丽睿宗的《临江仙》

外，这批词作品同“唐乐”无明显关联。因此可以说，

朝鲜半岛词是作为纯文学产生出来的，以中朝文人、

中朝典籍的交流为背景。

我们曾对东亚文学的文化结构问题作过讨论，

认为它包含三分：一分为体制内的雅文学，一分为

体制外的俗文学，一分为口头文学［57］；我们又曾

对朝鲜半岛乐府文学的历史作过讨论，指出兴盛于

朝鲜朝的“海东乐府”，乃以《高丽史·乐志》所

载俗乐歌辞为思想资料的来源［58］。由此看来，朝

鲜半岛词文学有很复杂的文化身份：一方面，作为“唐

乐”歌辞，它是雅文学，因而对朝鲜时期的宫廷乐

章产生过影响［59］；但另一方面，作为“文人词”，

它的处境很尴尬——既是体制之外的文学，不像诗、

赋、策等文体那样纳入科举制度；又是外来文学，

不像俗乐歌辞那样被看作民族文化的象征：于是陷

入萎靡不振的状态。所谓“东人不能作小词”，其

实不光有主观能力方面的原因，即“不解音律”；

也有这种客观条件方面的原因，即无制度保证。正

因为这种复杂身份，作为“唐乐”歌辞的“词”和

作为“文人词”的“词”，两者在历史上很少交集。

从这个角度看，朝鲜半岛词的产生，乃意味着两个

文学系统——宫廷乐章系统和“文人词”系统——

的出现。它们联系于两种不同形式的文化传播：前

者作为政治行为，规模性地传入高丽；后者以持续

不断的文化交流为基础，分散地传入高丽。由此可知，

讨论朝鲜半岛词之产生问题有一个重要意义，即认

识古代东方文学的文化层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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